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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知识合作网络的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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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创新发展战略的提出和知识经济的转型，知识流成为探讨城际关系和空间重塑的重要视角，以

合著科研论文为媒介的知识合作网络受到关注。基于 2015～2019 年 WebofScience 中的论文合著数据，利用爬虫技

术，以地级以上城市为节点，构建长三角城市知识合作网络。通过边联系强度、节点中心性和 QAP 网络回归分析，

研究长三角知识合作网络的空间格局及影响机制。结果显示：(1)就空间格局而言，长三角知识流集中于沪宁合杭甬

“Z”型发展带上，呈现出“富人俱乐部”现象。南京在长三角的知识生产力和控制力超越上海，居于首位。江苏城

市的省内外合作量都较高且均衡，呈现多极发展。安徽城市的省内合作稀疏，主要靠合肥的对外合作发展。浙江的

省内联系呈杭州和宁波双核格局，联系强度介于江苏和安徽之间。(2)就影响机制而言，人口规模、研发投入、高校

数量对城际知识合作有促进作用，其中高校的影响最突出。距离衰减效应仍然存在，行政边界也有一定程度的阻碍，

但不如距离阻尼大。文化邻近性对长三角知识合作影响不显著，而行政等级效应较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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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间的相互关系是城市地理学的传统议题，被称为是“城市的第二本质”[1]。随着交通信息技术的进步和经济全球化、区

域一体化的发展，“场地空间”日益被“流动空间”取代，城市不再是系统中的孤岛，而需通过“借用规模”去争取外部资源的

积累与转化
[2]
。因此，城市间或合作或互补的水平联系受到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城市网络成为解读城市空间组织模式的新范式

[3]
。

对城市网络最初的焦点在于企业联系(如企业总部分支机构联系)和基础设施联系(如交通流、互联网和通讯流)[4]。随着知识经济

时代的到来和国家创新发展战略的提出，知识、技术、人才等创新资源作为新一轮城市竞争的核心和重塑区域关系的重要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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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城市网络研究的新需求与切入点。 

城际创新联系是城市之间基于创新要素的交换、创新活动的协同等而产生的联系，可通过属性数据推演法和网络代理关系

法表征[5]。前者一般是采用引力模型，基于城市创新规模指标和地理距离衰减规律来实现对城市间创新联系及其强度的测算拟合。

例如，吕拉昌等[6]综合考虑表征城市规模、创新规模和对外联系的 35个指标的因子总得分来衡量城市外向创新规模；马双等[7]通

过专利授权数和从事科研活动的人员数来反映城市的创新规模。这类方法是对实际创新流的模拟，缺乏一手数据作精度检验。后

者是以创新主体间为生产创新成果而开展的跨城交互关系为“代理”,量化城市间某一方面的创新联系。这种联系可体现为科研

论文合作、专利联合申请、项目共同研发等无向合作关系[8,9,10],以及论文引用、专利引用、专利转移等有向交互关系[11]。这类方

法因数据的可获取性和表达的直观性而受到青睐，尤以合作发表论文的知识网络和合作申请专利的技术网络为代表[12]。例如，

Matthiessen 等
[13]
和 Ma 等

[14]
分别基于论文合作数据，分析全球城市间知识创新联系的层级性与区域性和中国城市知识网络的空

间格局与拓扑特征。Fischer 等[8]基于高科技领域的专利合作数据，分析欧盟内城市间知识创新网络的空间特征。胡海鹏等[15]、

徐宜青等[16]也借助专利合作数据，分别研究了长三角、广东省的创新空间格局。李丹丹等[12]将知识网络和技术网络进行对比，揭

示了两种创新网络结构的异质性。总体而言，由于企业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更为直接，使得技术合作网络在创新联系研究中更

受关注，而知识合作网络的研究有待深化。 

知识合作是二个或二个以上的科研主体通过分工协作而实现科研产出最大化的活动，这种合作将产生信息、知识、技术的交

流，并可伴有物质、资本、人力等要素的流动，有助于城市对创新资源的吸收、转化与扩散，亦是城市发展的内在动力。运用科

研主体间的论文合著关系来构建城市间知识合作网络，涉及从社会属性的点对点关系向空间属性的城对城关系的尺度转换，即

用个体层面的微观关系反映城市层面的宏观关系[17]。从本质看，城市网络是城市间各种实体流或虚拟流的空间表现。Castells[18]

认为流动空间由 3 个层次构成：第一层为网络的物质基础(航空和因特网组织的“硬网络”);第二层为构成网络节点的地点(如

城市);第三层为以工作等方式在空间上组织起来的全球精英(建立在第一和第二层次基础上的“软网络”)。城市知识合作网络

是以合著论文等方式将科研主体在空间上组织起来，本质上是一种软网络，对解释城市功能更有实际意义。从成因看，Bathlet

等[19]提出了“本地嗡鸣(Local Buzz)—全球管道(Global Pipelines)”模型，认为创新主体在创新过程中不是孤立和封闭的，

一方面需通过本地嗡鸣获得知识集聚效应，另一方面需借助全球管道打破知识同质锁定，科研主体间的跨城合作是城市知识异

质化创新的重要途经。因此，运用科研主体间合著论文关系来表征城市知识合作网络具有其合理性与可行性。 

现有文献关于城市知识合作网络的研究集中于空间结构和拓扑结构的分析方面，对其影响机制也主要是基于结构特征与演

化趋势而进行的定性探讨。有部分学者通过引力模型、计量模型，构建影响因子与城际知识合作联系间的函数关系，通过统计验

证定量揭示其影响因素。例如，Scherngell 等[20]通过负二项区域重力模型，解析了地理因素、技术因素、经济因素对中国省际

知识合作创新联系的影响。段德忠等
[21]
也应用负二项式回归和引力模型，研究了地理距离、经济发展水平相似度、产业结构相似

度对中国城际技术合作创新联系的影响。然而，这些量化研究大多忽视了网络中城际联系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即网络数据的因变

量并非相互独立),导致容易违背基于 OLS回归的样本独立假设。 

长三角是中国经济高度发达的城市区域之一，据统计公报数据，2019 年长三角城市群总面积为 21.11km2,常住人口 1.56 亿

人，地区生产总值为19.74万亿元。该区域以全国2.19%的土地，集中了11.07%的人口，并创造了 19.92%的 GDP。作为国家级城

市群，已有诸多文献研究其交通网络、企业网络、信息网络、游憩网络等[22,23,24,25],而反映知识流的论文合作网络研究尚不多见[26]。

基于此，本文通过合著科研论文数据，分析长三角城市知识合作网络的空间格局特征，并通过网络回归分析揭示其影响机制，以

期丰富城市网络的实证研究，并为长三角城市群协同创新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范围与数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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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区域为 2016 年 6月国家发改委印发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2016-2020)》中界定的范围，涉及 26个地级及以

上城市，具体包含：上海市、江苏省的南京、镇江、常州、苏州、无锡、扬州、南通、泰州、盐城；浙江省的杭州、嘉兴、湖州、

绍兴、宁波、舟山、金华、台州；安徽省的合肥、芜湖、滁州、马鞍山、铜陵、池州、安庆、宣城。科研论文数据是通过 Python

爬虫技术，从 WebofScience(WoS)上获取的 2015～2019 年作者单位在长三角城市的所有(包括合著和独著)论文数据。以五年为

时段采集数据，一定程度上可消除论文发表的波动性与滞后性影响。 

在构建长三角城市知识合作网络时，需对论文数据进行清洗，将独著和同城学者合著的论文予以剔除。例如，某论文由复旦

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的学者合著发表，表征上海—上海的联系，则不在研究范围内。本研究考虑的是长三角跨城的论文合作产

出，如某论文由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的学者合著发表，包含南京—上海的知识联系一次。具体步骤为：根据清洗后的长三角跨城

合著 WOS论文数据，配以人工识别，得到每篇论文主体所属科研机构的城市归属信息，构建“城市—论文”的二模网络矩阵M(图

1)。矩阵 M中的数值 Vij表示就某篇论文 Pj而言，合作者所在城市为 Ci的数量。最后通过矩阵转置自乘法，将二模网络转为“城

市—城市”的一模网络，并忽视对角线的数值，即将城市自身的联系视为 0[27],从而构建出中国城市知识合作网络矩阵[28]。 

 

图 1基于合著科研论文的城市知识合作网络构建图 

1.2 研究方法 

1.2.1 网络中心性分析 

城市的重要性或等级性常通过一系列的中心性测度表征，如度中心性(degree centrality)、邻接中心性(closeness 

centrality)、中介中心性(betweenness centrality)[29]、特征向量中心性(eigenvector centrality)[30]、递归中心性(recursive 

centrality)[31]等。本文选用度中心性和中介中心性[32],从数量和质量两个维度直观地反映城市在知识合作网络中的中心性。 

度中心性衡量的是某个城市与其它长三角城市间知识合作联系的总和，可以反映出该城市对知识流的生产能力；中介中心

性衡量的是某个城市作为两个没有直接知识合作联系城市的共同合作者的次数，可以反映出该城市对知识流的控制能力。具体

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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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CDi、BDi分别为城市 i的度中心性；中介中心性；Citypairij是城市 i与城市 j的论文合作数量；n为所研究的长三角

城市数量；在知识网络中，SPjk为城市 j和城市 k间存在的最短路径总数；SPjk(i)为经过城市 i连接城市 j和城市 k的最短路径

数量。 

1.2.2 QAP 网络回归分析 

在城市网络中，城市之间联系数据的观测值往往不相互独立，所以无法用标准的统计程序(如 OLS)进行参数估计与统计检验。

为解决该问题，需采用随机化方法来检验，QAP(Quadratic Assignment Procedure,二次指派程序)就是以重新抽样为基础，衡量

两个矩阵的相似性，其通过对矩阵数据的置换而实现对系数的非参数检验。 

QAP 网络回归分析可研究因变量矩阵和多个自变量矩阵间的回归关系，并对 R2的显著性进行评价[33]。首先，需对自变量矩阵

和因变量矩阵的对应元素进行标准的多元回归分析；其次，对因变量矩阵的各行和各列随机置换并重新计算回归，保存所有的系

数值以及判定系数 R2值。重复这种步骤若干次，以便估计统计量的标准误。QAP 回归模型的公式如下： 

 

式中：Yij为论文合作矩阵；β0为常数项系数；Xij为自变量矩阵；βk为自变量系数；εij为误差项。 

2 结果分析 

2.1 长三角城市知识合作联系的空间分异 

长三角知识网络为无向对称网络，26 个城市可形成 26*(26-1)/2=325 条知识合作联系，实际联系为 272 条，其网络密度为

0.837,可见该地区的知识交互较为密集。图 2 可视化出长三角城市知识合作网络的空间格局，表 1 列出了长三角省内省际论文

合作数量前十名的城市对。可以发现，该地区城际论文合作数量分布较为不均衡，排名前 10%的城市合作联系占总合作量的比重

超过 80%。就省际合作而言，高论文产出合作主要集中在上海、南京、合肥、杭州之间，呈现“富人俱乐部”现象。就省内合作

而言，江苏城市论文合作表现整体较为突出，沿着苏锡常镇宁网络化发展，平均城际论文合作量为662 篇；浙江的 54条省内合

作围绕杭州和宁波组织，平均城际论文合作量位 253 篇；安徽城市的省内合作联系是 46 条，较为稀疏且集中于与省会的合作，

平均城际合作量仅 54篇。总体而言，知识流密集区位于沪宁合杭甬“Z”型发展带上，构成城际知识资源的主要流通渠道，其余

城市较为边缘，这与长三角城市的发展水平和综合实力基本吻合。 

表 1长三角省内省际知识合作联系前十名的城市对 

省内合作 论文数 省际合作 论文数 

南京-苏州 5144 南京-上海 14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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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无锡 3558 杭州-上海 8999 

常州-南京 2559 杭州-南京 6470 

杭州-宁波 2538 合肥-南京 5401 

南京-镇江 2435 合肥-上海 5283 

南京-扬州 2054 上海-苏州 4812 

南京-南通 1755 合肥-苏州 2344 

南京-盐城 1295 宁波-上海 2172 

苏州-无锡 885 上海-无锡 1915 

杭州-金华 799 杭州-合肥 1796 

 

 

图 2长三角城市知识合作网络图 

2.2 长三角城市的度中心性与中介中心性 

在长三角知识合作网络中，26个城市的度中心性与中介中心性相关性为 0.849,上海、南京、杭州、合肥均出现在两种中心

性的前四位，安徽省的安庆、滁州、宣城、铜陵、池州均排在最后(图 3)。值得注意的是，除南京、上海、杭州、合肥外，其余

城市的中介中心性均为 0,说明该知识网络中轴辐效应明显，直辖市和省会城市拥有较强的知识流控制力，其余城市的点对点直

接合作联系强度低。长三角地区的高能级城市承担着对内知识资源溢出辐射和对外知识资源迁移吸纳的门户作用[34],在整个网络

中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此外，这 4个城市的知识生产力(度中心性)也占到区域整体的64%。在知识合作网络中，上海的知识生

产力和控制力在南京之下，这与 Li等[26]的发现一致。南京在长三角科学知识合作网络中的主导地位不仅得益于其拥有较多的知

名大学和研究机构，还在于其对安徽的辐射与虹吸作用，使得边缘城市主要通过南京参与长三角知识合作。上海的排名次之并非

因为其缺乏创新能力和科研资源，而首先是因为其作为直辖市没有省内联系所致，其次是因为上海作为科研创新中心并不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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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长三角区域，而已延伸至全国乃至全球尺度，北京、广州抑或是纽约、伦敦则是上海主要的连结对象。此外，上海的度中心性

高于杭州和合肥，但中介中心性次之，可见中介中心性高的城市通常大概率具备较高的度中心性，因为其容易通过自身的联通优

势提高度中心性
[35]
。而度中心性高的城市不一定都拥有较高的中介中心性，因为城市知识合作的过程中，不仅要加强对外知识合

作的数量，也要注重优化对外知识合作的结构，将强化“本地嗡鸣”和拓展“全球管道”相结合，充分发挥知识资源的集聚效应

与溢出效应[19]。 

 

图 3长三角城市中心性的空间格局 

从知识合作生产的构成来看(图 2),江苏城市的省内外合作较为均衡，城市度中心性的基尼系数为0.528,除南京外苏州、无

锡的知识生产能力也较强，为呈现多极发展。9个城市平均度中心性为 11643,其中 5689 篇论文是来自与省外城市的合作，5954

篇是省内合作。安徽 8 个城市的知识生产量平均为 2999 篇，基尼系数最高，为 0.739,省内合作量占比仅 14.4%,省内省外知识

合作都主要靠合肥单中心发展。浙江 8个城市的平均知识合作量介于江苏和安徽之间，为 5799篇，基尼系数为0.582,省内合作

占比为 35.0%,由杭州和宁波双核组织。 

2.3 长三角城市知识合作网络的影响因素 

基于空间格局特征的分析，可以推测城际知识要素流动的影响因素主要有三类：基于城市(知识资源)规模和城际距离的重

力型因素、区域本底的空间异质性因素、以及行政级别等特殊因素。首先，依据地理学第一定律，城际联系被认为同城市规模成

正比，同城际距离成反比，规模和距离是塑造城际要素流动的主要因素[36]。根据城际知识合作的特性，研究选取人口、地区生产

总值、研发投入、普通高校数量四个维度的指标来表征城市知识合作规模。其次，考虑到历史文化原因，长三角内部文化、经济

等空间异质性较为明显，亦可能影响城际要素流动格局[25]。例如，太湖周边和浙南山区由于文化分割，彼此间心理距离相对较

远，一定程度上会弱化知识等要素的密切联系。基于此，研究根据合作城市是否归属于同一方言区来衡量文化邻近性的影响。最

后，行政分割和行政等级因素亦塑造了长三角内部流动空间组织模式：一方面，长三角三省一市的行政壁垒被认为是阻碍城际要

素自由流动的主要障碍；另一方面，不同行政等级城市的关系组合(比如省会与地级市，地级市与地级市等)也影响了城际相互作

用的方向和强度[37]。 

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提出 3个假设：城市规模、研发投入、高校数量对长三角城市间的论文合著数量有正向显著影响(H1);

空间距离和行政边界对长三角城市间的论文合著数量有负向显著影响(H2);文化邻近性和行政等级对长三角城市间的论文合著

数量有正向显著影响(H3)。由于 26个城市两两间的地区生产总值乘积与研发投入乘积自变量矩阵的 QAP相关性接近1,故城市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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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仅用常住人口表示，而不考虑地区生产总值变量。在此基础上，根据公式(3)的 QAP 回归模型，具体构建论文合著网络回归模

型如公式(4)所示。 

 

式中：β1到β7为自变量系数；POPi、POPj、R&Di、R&Dj、UNIi、UNIj分别为城市 i与城市 j的人口、研发投入和普通高校数

量；lnDISij为城市 i与城市 j的距离；lnBOUij、lnCULij、lnADMij为表征行政边界、文化邻近性、行政等级的虚拟变量 0和 1。具

体而言，lnBOUij反映城市 i与城市 j 的是否属于同一个省份；lnCULij反映城市 i与城市 j 的是否属于同一个方言文化区。根据

中国语言地图集[38],上海、杭州、苏州、无锡、宁波、常州、嘉兴、湖州、舟山为吴语太湖片；台州为吴语台州片；金华为吴语

金衢片；南通、泰州为江淮官话泰如片；安庆为江淮官话黄孝片；南京、合肥、镇江、扬州、芜湖、盐城、马鞍山、滁州、铜陵、

池州和宣称为江淮官话洪巢片。lnADMij反映 Citypairij所涉及城市是否有行政级别较高。上海为直辖市，南京、合肥、杭州为省

会城市，宁波为计划单列市，因此涉及这 5个城市的论文合作联系的 lnADMij均赋值为 1。所涉及 26个城市的社会经济指标来源

于各市 2019 年统计公报、部分城市 2020年统计年鉴、科技局、统计局网站和政府工作报告。需要说明的是，在自变量和应变量

取对数时，为避免 0值带来的困扰，对所有原始值作加 1处理，且不违背回归模型的稳健性。同时，自变量和因变量均以矩阵形

式参与回归模型，以便进行 QAP检验。 

根据构建的网络回归模型，首先在 Ucinet64 中对所有自变量矩阵与因变量矩阵进行 QAP 相关性分析，由表 2 可知，人口、

研发投入、高校数量、行政等级、文化邻近性均与城际论文合著量呈现正相关，而距离和行政边界与城际知识合作为负相关。从

显著性水平看，文化邻近性的相关性最弱。根据 QAP相关分析结果，将所有自变量矩阵均导入 Ucinet64,与因变量矩阵进行QAP

回归分析，经过 2000 次矩阵置换计算后得到表 3的结果。 

表 2 QAP相关分析 

自变量 POP R&D UNI DIS BOU CUL ADM 

QAP 相关性 0.694
***
 0.806

***
 0.879

***
 -0.519

***
 -0.140

**
 0.298

*
 0.662

***
 

 

注：*p<0.1;**p<0.05;***p<0.01. 

表 3 QAP回归结果 

Number of permutations performed: 2000 

MODEL FIT R
2
=0.922 Adj.R

2
=0.921 Probability=0.000 # of Obs=650 

自变量 POP R&D UNI DIS BOU CUL ADM Intercept 

Beta 0.186 0.531 0.786 -1.335 -0.332 0.090 0.417 -0.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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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值 0.048 0.000 0.000 0.000 0.014 0.232 0.036  

 

由回归结果可知，H1 假设成立，城市人口规模、研发投入、高校数量对城际知识合作有促进作用，其中人口的影响最小且

显著性最低，而普通高校数量的影响最强且最显著。合作城市的高校数乘积每增加1%,则这两个城市的论文合作数量增加0.786%;

研发投入乘积每增加 1%,城市间论文合作量增加 0.531%。H2 假设也成立，距离衰减效应在长三角知识合作网络中仍然存在[39],合

作城市的空间距离每增加 1%,其之间的论文合作数量减少 1.335%。由前文可知，这是非省会城市间的跨省合作较少所致，长三角

城市间的知识合作模式总体表现为高能级城市间的远程跃迁与中小城市的邻近链接相结合。段德忠等[21]对城市专利技术转移网

络的研究，也发现地理距离对科技知识网络的阻抗作用愈发凸显，中国城市创新网络有较强的地理邻近性。行政边界也有一定程

度的阻碍，但不如距离阻尼大，跨省的合作会使得城市论文合作量减少 0.332%。总体而言，行政隶属关系对长三角知识合作联

系的负向影响相对弱化，而距离衰减和路径依赖的特征明显[40]。H3 假设仅部分成立，在所研究的自变量中行政等级效应显著，

有行政级别高的城市参与的知识合作，其论文合作量会增加 0.417%。高行政等级的城市往往集聚了研发实力强大的高校、科研

院所、国家级实验室等“锚机构”,占据着知识创新的高地，对知识生产力和控制力均较强。区域知识流整体趋向长三角核心区

极化(如图 2的“Z”型发展带),各省内部知识合作的“核心-边缘”现象亦较为显著。然而，用方言区表征的文化邻近性对知识

合作的影响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主要由于当前普通话的普及，方言使用率较低所致；同时，也可能与长三角的研究尺度较小

且经济发达，区域一体化较好，所有城市基本属于同一个大文化区有关。 

3 结论与讨论 

本文通过 2015～2019 年 WOS 上合著科研论文数据，构建长三角 26 个城市间的知识合作网络，分析城际知识合作联系和城

市中心性的空间格局特征，并通过 QAP 网络回归定量分析其影响因素，得到以下结论： 

(1)从空间格局看，长三角城际知识合作联系和城市中心性均存在明显的空间异质性，知识流密集区位于沪宁合杭甬“Z”

型发展带上，其余城市较为边缘，排名前 10%的城市合作联系汇聚了 80%的知识流。南京、上海、杭州、合肥的度中心性和中介

中心性均位列前四，安徽省的安庆、滁州、宣城、铜陵、池州落在最后。南京的知识生产力和控制力均超过上海，位列长三角之

首。江苏城市的省内外合作量较高且均衡，除南京外苏州、无锡的知识生产能力也较强，呈现多极发展。安徽城市的知识生产量

较低，省内合作稀疏，主要靠合肥单中心发展。浙江城际知识合作密度介于江苏和安徽之间，且杭州和宁波双核结构明显。 

(2)从影响因素看，人口规模、研发投入、高校数量对城际知识合作有促进作用，其中人口的影响最小且显著性最低，而高

校的影响最突出。合作城市的研发投入和高校数量乘积每增加 1%,城市间论文合作量分别增加 0.531%和 0.786%。距离衰减效应

在长三角知识合作网络中仍然存在，合作城市的空间距离每增加 1%,论文合作数量减少 1.335%。行政边界也有一定程度的阻碍，

但不如距离阻尼大，跨省的合作会使得城市论文合作量减少 0.332%。用方言区表征的文化邻近性对知识合作没有显著影响。行

政等级效应亦较为明显，有高行政级别城市参与的知识合作，其论文合作量会增加 0.417%。 

本文从知识流视角解读长三角空间组织结构，可为交通流、企业流、信息流、游憩流提供有益补充。长三角地区各省市地域

相近、文化相通、经济相连，具有区域协作发展的良好条件。但整个区域的知识流仍呈现一定程度的极化，需积极培育除省会城

市外的新增长极，加大对边缘地区的研发投入，促进科教资源的优化配置；城市需重视通过多种途径和政策大力引进人才，提高

知识合作生产能力；同时还需优化综合交通和科研环境配套，努力为科研合作破除空间障碍和行政壁垒。本研究也存在一定不

足，如论文合作数据从WOS 数据库爬取，没考虑中文期刊数据库(如知网、万方、维普等),未来可深入探讨多源数据下结果的稳

健性[14];文化邻近性受到量化方式影响而结果不同于前人研究[25],本文中采用方言分区得到不显著的结果；此外，未考虑科研政

策、技术合作、产业邻近[21]等因素对知识网络的影响，这些均为未来需深入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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